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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使用 2016—2017 年贵州省毕节市 286 个烟农调研数据，以烟草种植计划调减为例，分析区域

产业帮扶对不同贫困类型烟农脱贫及减贫效果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烟农的烟叶种植面积增加能够显著降低烟

农贫困发生，烟叶种植面积每增加 1 亩，烟农陷入收入贫困的风险将减少 23.7%，烟叶资源更多地被非贫困烟农俘

获，暂时性贫困烟农和持久性贫困烟农种植面积相对较少；烟叶种植面积减少会显著降低选择性贫困和持久性贫困

烟农的户均纯收入，尤其是持久性贫困烟农，可能带来的致贫、返贫问题。因此，需要有效甄别不同贫困类型烟农，

有选择、有预期地逐步执行缩减计划，并继续挖掘烟叶基础设施的增收能力和拓展产业帮扶措施，松绑贫困户对烟

叶种植的依赖。研究表明，我国在落实精准扶贫和产业帮扶措施时，需因人施策和多措并举，规避产业帮扶措施调

整对农户脱贫效果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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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显著，2018 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降为 1.7%，较 2016 年降低 2.8 个百分

点，剩余贫困人口 1660 万人[1]。但从微观角度来看，减贫效果不仅要看数量规模，更要看持续质量，扶贫的切实成效往往需要

跟进若干年，并非简单地“一脱了事”。一般而言，贫困户由于生计资本和生计能力较为脆弱，帮扶政策一旦抽离或扶持力度

减弱，往往极易造成贫困户的返贫或再度陷入生活困难[2]。所以，政府在实施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不仅要规避贫困户识别偏离问

题[3]，还需要借助产业发挥贫困户自身的“造血”功能，陈志等研究发现，实施可持续性的帮扶措施（发展教育、发展生产和提

供就业机会）会对贫困户的帮扶更有效果[4]。在我国一系列减贫的实践经验中，产业帮扶的政策及措施对贫困户家庭收入增长发

挥出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连片特困地区、老少边穷区等特定地区，产业扶贫与地区特色、资源禀赋有机地衔接在一起，

例如大棚蔬菜、茶叶种植、特色农产品电商、光伏产业、区域旅游等
[5-9]

。可以说，多样化的产业帮扶措施遵循了地区差异、适

用对象和发展阶段等现实规律，并且通过创新农业经营方式[10]，解决了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供需矛盾，有效地促进了贫困人

口脱贫致富[11-12]。陈全功指出[13]，对武陵山区农民脱贫效果稳定性贡献最大的是农业生产，外出务工的减贫效应相对短期化和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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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化，山区地方政府不必过分强调发展“劳务型经济”。然而，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产业帮扶实施过程中是否真正使贫困户

受益，其措施一旦受到外在冲击或调整，对已实现的减贫效果会产生何种影响，是否会造成农户返贫？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探

讨。 

贵州省是我国扶贫的重要省份，其优良的烟叶种植气候和土壤条件，形成烟叶生产独有的自然和区域优势，使得该省成为

全国代表性的烟草种植区。严峻的脱贫攻坚任务和当地优良的资源禀赋及种植传统，致使烟草产业扶贫一度成为贵州省乃至全

国烟区产业帮扶的首选措施之一[14]。值得指出的是，不同于其它农作物品种，烟草具有较强的特殊性[15]，主要表现为：一是烟

草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存在矛盾，烟草是政府税收和烟农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烟草对于传统种植区的劳动力就业和社

会稳定具有直接影响，而烟草消费对社会公众的健康危害则有目共睹[16]；二是长期以来，国家加大贫困地区基建投资，铺设交

通网络，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贫困地区受地理环境约束得到缓解，虽然一定程度上松绑了农户对烟叶种植的依赖，但是在当前

“烟农+公司+基地”的订单种植模式下，基于比较收益和稳定的销售渠道，以及成熟的烟叶种植经验，现阶段低技能型农户的

种烟积极性仍然相对较高，收入被烟叶捆绑的事实并没有完全改变[17-18]，烟叶资源依然是烟区推动产业扶贫的重要载体。然而，

随着 2006年我国开始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来，持续高涨的禁烟运动和呼声，使得烟草作为合法经济作物的种植资格正

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置疑和抨击[19-20]。同时，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卷烟销量冲高之后持续滑落，加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

续发力，导致卷烟生产商大幅削减烟叶购买计划。国家烟草专卖局应时调控烟叶生产政策，一方面大幅调减烟叶种植面积；另

一方面，推进烟草农业现代化建设，降低烟叶生产成本，稳定烟叶收购价格，保障烟农利益[21]。从烟农烟叶收入构成来看，在

其收购价格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调减烟叶种植面积，对烟农尤其贫困烟农而言，也就意味着烟草产业帮扶措施的调整，势必带

来烟叶收入的降低，从而影响烟农家庭收入，进而影响烟农家庭贫困状况。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从烟叶资源益贫性的角度出发，烟叶资源当下能否实现助农增收摆脱贫困并且在

资源配置上更多地向贫困户倾斜？二是从产业帮扶减贫效果稳定性的角度出发，即烟叶种植计划大幅调减，是否会导致全国 100

多万户烟农家庭出现致贫、返贫现象？上述问题的探讨旨在分析产业帮扶措施的精准性和外部调整对减贫效果的影响程度，为

发挥产业扶贫的区域优势提供参考依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区域及特点 

毕节市位于贵州省西北部,东临遵义和贵阳市,下辖 7 县 2 区 1 个管委会共 250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总面积 2.69 万 km2,

总人口 880.79 万。毕节市处于滇东高原向黔中山原丘陵过渡的倾斜地带,境内高原山地占 93%,地势高差起伏较大,平均海拔

1400m,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貌,土壤类型以棕壤、黄壤和石灰岩土为主。毕节市属北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常年平均温度在

10℃～15℃之间,降雨量充沛,年日照数充足;因常受西南准静止锋天气系统控制,阴雨天气较多,空气湿度大。特殊的经济、地理

特征(交通落后、资源匮乏、信息闭塞)决定了毕节农业生产的发展条件,加之优良的烟叶种植气候、土壤条件和稳定的比较收益,

形成烟叶生产独有的自然和区域优势,使得毕节市成为贵州省乃至全国重要的烟叶产区之一。 

限于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等多方面原因,毕节市是贵州省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所辖县(区)中有 5 个是国家级贫

困县,2014 年农村贫困人口 138.99万,居贵州省首位,农村贫困发生率达到 19.75%,高于全省 18%的平均水平,到 2015 年,农村贫

困发生率为 16.5%,仍高于贵州省平均水平。同时,毕节又作为我国代表性烟区之一,在实施烟草产业扶贫的过程中,烟叶种植计划

调整对全市烟草产量的影响明显,2015年毕节生产烤烟 7.85万 t,占贵州烤烟产量的 23.84%,较 2013年减少 10.29%(表 1)。 

表 1 2013、2015年烤烟种植面积、产量对比 

区域  面积(10
4
hm

2
) 产量（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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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5 年增长率/% 2013 2015 年增长率/% 

全国 152.70 122.20 -19.97 314.90 260.60 -17.24 

贵州 25.49 18.21 -28.56 41.79 32.93 -21.20 

毕节 5.60 3.84 -31.52 8.75 7.85 -10.29 

 

注:表中年增长率是 2015年相比于 2013年;资料来源于《中国烟草年鉴》。 

2.2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农户烟叶种植与精准扶贫》研究课题的抽样调查数据库，相关抽样结合统计学抽样原则和现实情况，

从毕节市 10个种烟乡（镇）中，随机选择 30个贫困村，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采访 320个 2015—2016年连续种植烟叶的农户家

庭，剔除无效样本后，实际得到 286个有效样本。 

此项调查工作在 2016 年 7～8 月进行，该时间段是烟叶烘烤阶段，大部分家庭都在家进行烟草生产作业，能够很好区分烟

叶种植和非种植家庭，从而保证了抽样的随机性和有效性。调查问卷内容涵盖家庭及行政村的人口特征、地理环境、贫困状况、

经济状况、烟基设施利用及烟叶种植情况等。 

另外，课题组在 2017 年 7 月份对 286 户烟农在 2016 年的烟叶种植面积、家庭人均纯收入、脱贫和返贫情况进行进一步跟

踪调研，并获得相关样本观测数据。 

2.3研究方法 

2.3.1贫困的界定 

本文贫困界定分为两步：第一步界定多维贫困，第二步根据人均纯收入标准界定收入贫困，并进一步结合多维贫困标准，

定义农户的贫困类型。 

多维贫困界定参照具有较强权威性和广泛应用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 UNDP-MPI 指标定义 1，并借鉴郭建宇等对多维贫

困指标权重的调整优化[22]，测定维度包括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 3个维度，各维度权重均为 1/3，其中，教育维度使用家庭成员

受教育程度 1 个指标，健康维度使用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1 个指标，生活水平维度包括用电、饮水、炊事燃料、卫生条件、住房

和家庭财产 6个指标，生活水平各自的权重都为 1/18[23-24]。各指标的权重与定义见表 2。 

根据表 2 确定的各测量指标的临界值和权重，计算各家庭的多维贫困剥夺分值。当一个家庭的多维贫困剥夺分值大于 1/3

时，即确定其为多维贫困家庭。从表 2 容易发现，多维贫困的界定实质上侧重于农户家庭的消费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仅

以收入为贫困鉴定标准的现实内涵，给予了我们更多视角去理解贫困的含义[25]，也给我国扶贫开发由粗放式扶贫到精准扶贫提

供了更多视角。本文以 2018年国家扶贫标准 2800元/年作为收入贫困的划分标准，高于此标准为非收入贫困，低于此标准则被

认定为收入贫困。进一步，将收入贫困标准与多维贫困定义进行交叉联立，并定义如下 4个贫困类型： 

表 2多维贫困指标临界值及权重 

指标  定义 权重 

受教育程  家庭成员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小学”或“文盲、半文盲”，赋值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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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健康状况  家庭至少有一名成员残疾、患慢性病或体弱多病，赋值 1 1/3 

 财产 
家中没有汽车、拖拉机，并最多拥有自行车、摩托车、收音机、冰箱、电话、电视中的

一种，赋值 1 
1/18 

 住房 家中住房为“土坯”结构，赋值 1 1/18 

 电消费 家中不通电，赋值 1 1/18 

生活水平 清洁饮用水 家庭饮用水源非“深井水”、“浅井水”、自来水”，赋值 1 1/18 

 卫生设施 家中无独立厕所，赋值 1 1/18 

 生活燃料 家庭以“柴草”、“秸秆”为生活燃料，赋值 1 1/18 

 

当收入贫困发生时，根据多维贫困发生与不发生，分别定义为持久性贫困与暂时性贫困 2，其中，持久性贫困是指收入和消

费同时处于贫困状态，也称为慢性贫困，指在某个时点观察到的由于长期较低的福利水平产生的贫困[26]，而暂时性贫困是指农

户家庭遭受负向的经济、健康和自然灾害冲击时，对收入来源产生较大的影响而陷入收入贫困，一般来说，如果社会资本能够

提供基本、及时的社会保障或救助，将使其免于因病、因灾而致贫或返贫，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陷入暂时性贫困
[27]
。当收入贫

困不发生时，根据多维贫困是否发生，则分别定义为选择性贫困和非贫困。 

从扶贫工作的实践来看，以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角度重新定义各种贫困类型，这种定义针对性较强，既考虑了贫困现状，

又考虑了脱贫的能力，有利于准确、动态识别扶贫对象。 

2.3.2计量模型与变量指标 

(1)烟草种植情况对烟农脱贫的影响。从烟叶种植助农脱贫的角度出发，构建二值选择模型分析外部环境特征、烟农家庭特

征和烟草资源利用特征对烟农脱贫的影响，重点关注烟草种植面积对烟农脱贫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贫困类型烟农烟叶种

植面积差异的显著性。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式中：被解释变量 povtyj表示第 j 个烟农收入贫困状态界定，povtyj=0 和 povtyj=1分别表示非收入贫困和收入贫困；解释

变量中 X表示影响烟农家庭贫困的烟草种植情况核心变量簇；Control表示影响烟农家庭贫困的控制变量簇，包括烟农家庭特征

变量和外部环境特征变量，具体见表 3。 

(2)烟叶种植面积调整对烟农收入稳定性的影响。在诸多产业扶贫实践中，产业扶贫措施的调整是否带来返贫或贫困深化问

题必须高度重视。因此，从产业帮扶减贫成效稳定性的角度出发，构建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表 3变量指标定义与统计 

变量名称  定义（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收入贫困户  否=0,是二 1 0.294 0.456 0 1 

外部环境变量 离最近市集的距离 (km) 6.680 3.305 5 16 

 机耕道 没有=0,有=1 0.850 0.358 0 1 

 地形 山区二 0,坝区二 1 0.269 0.444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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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特征变量 年龄 户主年龄（周岁） 49.483 9.043 28 75 

 家庭人口数 人 4.409 1.685 1 10 

 劳动力人数 人 2.084 0.858 0 6 

 正在受教育人数 人 1.206 1.410 0 6 

 是否有外出务工人员 否=0,是二 1 0.535 0.500 0 1 

 受教育程度 赋值见表 2 0.224 0.417 0 1 

 健康状况 赋值见表 2 0.318 0.467 0 1 

 生活水平 
包括财产、住房、电消费、清洁饮用水、卫生

设施、生活燃料六项，赋值见表 2 
0.566 0.605 0 4 

烟草资源特征变

量 
烟叶种植年限 年 20.850 9.305 3 46 

 2015年烟叶种植面积 亩 10.261 8.593 2 86 

 亩均现金收益 元 1627.035 339.000 550 2317 

 亩均用工量 天 21.252 2.345 16 27 

 是否利用烟叶基础设施 是=1,否=0 0.203 0.403 0 1 

2016与 2015年户人 

均纯收入比值 
2016年户人均纯收入/2015年户人均纯收入 1.193 0.216 0.81 2.5 

2016与 2015年户烟 

叶种植面积比值 

2016年户烟叶种植面积/2015年户烟叶种植面

积 
0.991 0.196 0.45 2 

是否收入贫困与 20积比值的交互项 

16.2015年户烟叶种植面 

是否收入贫困×（2016年/2015年户烟叶种植

面积） 
0.322 0.518 0 2 

 

注：亩均现金收益等于销售收入扣除物质与服务费、雇工费用和流转地租金；家庭耕地面积包括植烟面积和非烟作物面积

（主要指玉米）；家庭受教育人数是指无收入来源正在接受各阶段学历教育的学生；烟叶基础设施是指育苗工场和烘烤工场等可

用作农业生产的烟叶设施配套；机耕道指从烟田到烟站是否有机耕道到达。 

 

式中:以烟农 2016与 2015年户人均纯收入的比值（Inratioj）作为被解释变量，该比值大于 1，表明 2016年烟农户人均纯

收入同 2015年相比是增长的；该比值等于 1或小于 13，表明 2016年烟农户人均纯收入同 2015年相比降低了。 

本文定义收入降低为收入不稳定，即烟叶计划调整有可能出现返贫现象。为突出研究目标，选择 3个关键解释变量（表 3）：

Δtoareaj、povtyj和以Δtoareaj×povtyj。Δtoareaj表示 2016年户烟叶种植面积/2015年户烟叶种植面积，Δtoareaj×povtyj

表示Δtoareaj和 povtyj的交互项，是模型中最核心的解释变量，主要用于刻画烟叶种植面积调整对烟农持续增收稳定性的影响。

另外，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烟叶种植面积变化作解释变量，进一步回归分析烟叶种植面积调整对不同贫困类型烟农脱贫

稳定性的影响。 

3 样本统计性描述 

样本观测的烟农中（表 3），烟农距离最近市集的平均距离为 6.68km，说明烟农居住环境比较偏远。烟叶收购站点作为烟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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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售烟叶的唯一有形市场，85%的烟地都有通往收购站点的机耕道，而 73%的烟叶种植在山区，说明机耕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

低烟叶交通成本和其他交易成本，为山区种植烟叶提供了便利。 

烟叶平均种植年限为 20.85年，大部分在 20～30年左右，2015年户均种植烟叶 10.26亩，每户烟农烟叶亩均现金收益 1627.04

元，家庭差异相对较小，表明外部技术服务保障，内部植烟经验使得烟农整体烟叶生产水平相当。另外，育苗工场和烘烤工场

作为烟叶生产的基础配套，用作育苗和烘烤的时间较短，闲置期育苗大棚一般在 5 月到 8 月可用来生产草菇，烤房一般在 9 月

初至次年元月上旬可用来生产双孢菇，从调研的样本来看，上述基础设施利用率为 20.3%，利用率较低，说明还可充分挖掘和利

用烟叶基础设施辅以促进烟农增收。 

从烟农烟叶种植面积和户均收入的动态变化来看，2016年较 2015年户人均纯收入增长 19.3%，高于毕节全市平均水平 10.4%，

可能是在政府对贫困村的扶持下，农户增收渠道增多。2016 年较 2015 年户均烟叶种植面积降低 0.9%，低于毕节全市平均水平

5.3%，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烟农+公司+基地”的订单种植模式下，烟草公司首先会考虑稳定基地内烟农的种植规

模；二是贫困村烟农对种烟依赖性较高，政府给予了一定政策保护。 

在整个观测样本中（表 4），烟农家庭人均纯收入偏低，以 2011年国家扶贫标准 2300元/年计算，样本贫困发生率是 13.6%，

若以 2015年国家扶贫标准 2800元/年计算，样本贫困发生率是 29.4%，高于毕节全市平均水平，说明样本区域属于深度贫困区。

在烟农家庭中有外出务工人员的比例仅占 53.5%，表明样本观测地区烟农的生计能力较弱，这一点也可从烟农烤烟现金收益中得

以反映。2015 年，样本观测的烟农烤烟现金收益主要集中在 1 万元以下，占比约 46.2%，而能够达到 2 万元及以上的烟叶种植

户，比例尚不到 1/3。 

从不同维度来看,表 4 显示样本中有 51%的家庭还没有实现清洁饮水,多饮用泉水或收集雨水等,家庭中最高学历在小学及以

下的约占到 22.7%,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另外,31.8%的烟农家庭存在患病成员,多维贫困家庭占 51.7%,说明整体烟农家庭脱贫

能力较弱。进一步,综合多维贫困、收入贫困划分的贫困类型来看,非贫困烟农家庭占样本总数的 36.0%,暂时性贫困、选择性贫

困和持久性贫困烟农家庭的占比依次为 12.2%、34.6%和 17.1%。 

表 4调查样本中 2015年烟农贫困与收入统计 

相关指标 样本特征 频数（百分比） 相关指标 样本特征 频数（百分比） 

烟农家庭人均纯收入 2300元以下 39(13.6%) 家庭烤烟现金收益 1万元以下 132(46.2%) 

 2300-2800元 45(15.7%)  1-2万元 77(26.9%) 

 2800元及以上 202(70.6%)  2万元以上 77(26.9%) 

不同维度贫困 饮水贫困 146(51.0%) 贫困类型 非贫困 103(36.0%) 

 教育贫困 65(22.7%)  暂时性贫困 35(12.2%) 

 健康贫困 91(31.8%)  选择性贫困 99(34.6%) 

 多维贫困 148(51.7%)  持久性贫困 49(17.1%) 

 

注:相关指标的百分百计算,样本总数为 286。 

表 5 对比描述不同贫困类型烟农家庭的主要变量指标发现,对持久性贫困烟农来说,致贫的关键因素是户主年龄偏大和烟叶

种植面积较少两个方面,同时外出务工家庭较少,表明持久性贫困烟农对烟叶种植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表 5不同贫困类型烟农家庭主要变量指标描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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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单位） 持久性 贫困 暂时性 贫困 选择性 贫困 非贫困 

家庭人口（人） 3.9 5.1 4.0 4.8 

劳动力（人） 1.8 2.0 1.9 2.4 

户主年龄（岁） 55.6 47.3 49.1 47.7 

正在受教育人数（人） 0.8 2.1 1.0 1.3 

户均植烟面积（亩） 6.0 8.3 11.2 12.0 

烟基设施利用率（％） 12.2 5.7 21.2 30.0 

烟叶亩均用工量（天） 21.4 20.8 21.4 21.3 

烟叶亩均现金收益（元） 1 572.9 1 531.2 1 666.2 1 647.7 

有人员外出务工农户比率（%） 42.9 68.6 38.4 68.0 

 

对暂时性贫困烟农来说,致贫的关键因素是家庭人口偏多和教育支出偏大。而对选择性贫困烟农来说,能够摆脱收入贫困的

关键因素是家庭人口较少,烟叶种植面积较多,户均烟叶种植面积超过 11亩,但受自身脱贫能力所限,对烟草种植也存在一定程度

的依赖,只有 38.4%的家庭能够找到外出务工机会。 

为了进一步了解产业帮扶措施调整(烟叶种植面积调整)对烟农脱贫效果稳定性的影响,课题组对不同贫困类型烟农 2016 年

的种烟面积、户均纯收入及贫困动态进行了跟踪调研。表 6显示,不同贫困类型烟农中,2016年的户人均纯收入较 2015年均有不

同程度的提高,持久性贫困烟农增收最明显,涨幅达 41%,高于非贫困烟农涨幅,可能与政府帮扶有关。 

另外,持久性贫困烟农和暂时性贫困烟农 2016年户均烟叶种植面积较 2015年均有所增加,且前者的增幅大于后者,烟叶种植

面积增加的烟农中,持久性贫困烟农脱贫 7 户,暂时性贫困烟农脱贫 8 户。相反,选择性贫困和非贫困烟农 2016 年户均烟叶种植

面积均有所减少,且前者的减幅小于后者,但种烟面积减少的选择性贫困烟农中有两户烟农返贫,而非贫困户则没有出现返贫现

象,进一步说明非多维贫困烟农脱贫能力较强,对烟草的依赖性较弱,而多维贫困烟农正好相反,烟叶种植面积减少可能出现返贫

问题。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利用 Stata12.0统计分析软件,基于调研样本数据对上述所设的计量模型进行拟合检验和估计。 

4.1烟草产业帮扶对烟农脱贫的影响 

表 7 中模型是基于 2015 年国家设定的农村扶贫标准,对烟农收入贫困的影响因素分析,使用模型为 Logit 二值选择模型,模

型稳健标准误与普通标准误非常接近,说明模型设定合理。具体的计量结果如下: 

(1)在外部环境变量中,离最近市集的距离、烟田是否有直达烟站的机耕道未对贫困产生显著的统计学影响,但从参数方向来

看,距离最近市集越远越容易引起贫困;铺设烟田到烟站的机耕道有利于降低烟农贫困的发生;地形对贫困的影响呈显著水平,坝

区的烟农更容易摆脱贫困。说明限制性的自然地理环境仍然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28]
。 

(2)在家庭特征变量组中,家庭人口数对烟农发生贫困的风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1)显示,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家庭中每增加 1人,烟农陷入收入贫困的风险将增加 56.9%。家庭劳动力人数对烟农发生贫困的风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其它

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烟农家庭中每增加 1 位劳动力,其陷入收入贫困的风险将减少 59.2%。同时,外出务工能显著降低烟农家庭陷

入贫困的风险。然而,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对烟农脱贫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烟农具有丰富的烟叶种植经验降低了烟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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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门槛,从而弱化了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对烟农贫困状况的影响。 

表 6不同贫困类型烟农家庭关键指标动态统计 

变量名称 持久性贫困 暂时性贫困 选择性贫困 非贫困 

2016与 2015年户人均纯收入比值 1.41 1.21 1.06 1.22 

2016与 2015年户烟叶种植面积比值 1.15 1.02 0.99 0.91 

2015年是否收入贫困与 2016、2015年 1.15 1.02 0.00 0.00 

户烟叶种植面积比值的交互项     

2016年种烟面积增加农户数（户） 18(36.7%) 12(34.3%) 18(18.2%) 10(9.7%) 

2016年种烟面积不变农户数（户） 27(55.1%) 11(31.4%) 57(57.6%) 39(37.9%) 

2016年种烟面积减少农户数（户） 4(8.2%) 12(34.3%) 24(24.2%) 54(52.4%) 

种烟面积增加农户中脱贫户数（户） 7 8 — — 

种烟面积减少农户中返贫户数（户） — — 2 0 

 

注:括号内数值表示面积变化农户占所属贫困类型户的百分比。 

表 7烟农收入贫困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 1：β（标准误） 模型 1：Exp(β) 

常数项 -2.251(2.571) - 

离最近市集的距离 -0.013(0.059) 0.988 

机耕道 -0.381(0.456) 0.683 

地形 -0.816*(0.477) 0.442 

年龄 0.159***(0.049) 1.172 

家庭人口数 0.450**(0.201) 1.569 

劳动力人数 -0.895***(0.288) 0.408 

正在受教育人数 0.195(0.196) 1.215 

是否有外出务工人员 -0.698*(0.394) 0.498 

受教育程度 -0.695(0.435) 0.499 

健康状况 0.510(0.365) 1.665 

生活水平 -0.106(0.296) 0.899 

亩均现金收益 -0.003***(0.009) 0.997 

2015年烟叶种植面积 -0.270***(0.054) 0.763 

亩均用工量 0.200*(0.117) 1.222 

烟叶种植年限 -0.108**(0.044) 0.898 

是否利用烟叶基础设施 -1.324***(0.514) 0.266 

Log likelihood -116.474 - 

Prob>chi2 0.000 - 

Pseudo R2 0.327 - 

样本数 2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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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表 8～表 9同。 

(3)在烟草资源特征变量中,烟叶种植面积和烟基设施利用均对烟农贫困发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模型(1)的计量结果显示,

在其它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烟叶种植面积每增加 1 亩,烟农陷入收入贫困的风险将减少 23.7%,烟叶基础设施利用率每增加 1

个百分点,陷入收入贫困的风险将显著减少 73.4%。 

在表 5和模型(1)的基础上,从产业帮扶资源益贫性的视角,对不同贫困类型烟农烟叶种植面积这一关键烟草产业扶贫特征变

量做差异性检验 4。结果显示,持久性贫困烟农烟叶种植面积在 1%水平下显著少于其他类型烟农,暂时性贫困烟农烟叶种植面积

分别在 10%、5%水平下显著少于选择性贫困烟农和非贫困烟农,而选择性贫困烟农与非贫困烟农烟叶种植面积差异不显著,说明产

业帮扶资源在不同贫困类型烟农中分布不均,且烟叶资源更多地被非贫困烟农俘获,而暂时性贫困烟农和持久性贫困烟农烟叶种

植面积相对较少。 

4.2烟叶种植面积调整对烟农收入稳定性的影响 

以上研究证实增加烟叶种植面积对烟农脱贫有明显效果,但如果由于外部因素导致农户烟叶种植面积调减的过程中是否带

来返贫现象,即产业帮扶措施调整是否影响农户减贫效果的稳定性,在前文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本

文设置模型(2)～模型(6),从不同视角逐步研究烟叶种植面积调整对烟农收入的稳定性的影响。 

表 8烟农收入稳定性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 2：β（标准误） 模型 2：标准化β 

是否为收入贫困烟农 -0.602***(0.121 ) -1.275 

2016年户烟叶种植面积/ -0.124(0.085) -0.113 

2015年户烟叶种植面积   

是否收入贫困×（2016年/ 0.735***(0.116) 1.767 

2015年户烟叶种植面积）   

常数项 1.2562(0.082) - 

调整 R2 0.297 - 

 

模型 2 的估计结果显示,对于全样本烟农而言,非收入贫困烟农的脱贫能力强,收入效应更加明显。另外,本文的核心变量交

互项,即是否收入贫困×(2016年/2015年户烟叶种植面积)表明,收入贫困烟农烟叶种植面积调减会显著加重其贫困程度,但仅从

面积调减来看,烟叶种植面积减少反而促进了烟农增收,虽然统计上不显著,但说明在攻坚脱贫的大背景下现阶段烟农增收渠道

增多,一部分烟农对烟叶种植的依赖性有所减弱。 

表 9不同贫困类型烟农收入稳定性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β（标准误） 

模型 3（持久性贫困） 模型 4（暂时性贫困） 模型 5（选择性贫困） 模型 6（非贫困） 

2016年户烟叶种植面积/ 

2015年户烟叶种植面积 
0.690*** 0.151 0.270*** -0.155 

 -0.148 -0.097 -0.050 -0.112 

常数项 0.612 1.053 0.793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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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5 -0.100 -0.050 -0.103 

调整 R2 0.302 0.040 0.223 0.009 

 

进一步从农户脱贫能力差异的视角探究烟叶种植面积调整对不同贫困类型烟农收入稳定性的影响。模型(3)、(5)显示烟叶

种植面积调减会显著降低持久性贫困烟农和选择性贫困烟农的收入,且持久性贫困烟农表现更加突出,说明持久性贫困烟农和选

择性贫困烟农的家庭收入被烟叶种植收入捆绑的事实没有发生完全改变,烟叶种植面积减少可能带来选择性贫困烟农的返贫问

题,加深持久性贫困烟农的贫困程度。模型(4)、(6)显示烟叶种植面积调减对暂时性贫困烟农和非贫困烟农收入的影响不显著,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非贫困烟农的烟叶种植面积反而会促进其增收。说明政府在实施产业帮扶的过程中,不能搞一刀切,既要

关注农户脱贫,又要关注其减贫的稳定性。 

5 结论及启示 

本文使用 2016—2017年贵州省毕节市 286个烟叶种植户调研数据,以烟草种植计划调减为例,分析产业帮扶对不同贫困类型

农户脱贫及减贫效果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烟农烟叶种植面积增加能够显著降低贫困发生,烟叶种植面积每增加 1亩,烟

农陷入收入贫困的风险将减少 23.7%,烟叶资源更多地被非贫困烟农俘获,暂时性贫困烟农和持久性贫困烟农种植相对较少;另外,

烟叶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偏低,资源闲置无法有效拓宽烟农的收入来源,烟叶基础设施利用率每增加 1个百分点,烟农陷入收入贫困

风险将减少 73.4%。 

烟草产业帮扶措施调整对烟农减贫效果稳定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对于全样本烟农而言,非收入贫困烟农的脱贫能力强,收入

效应更加明显。核心变量交互项,即是否收入贫困×(2016 年/2015 年户烟叶种植面积)表明,收入贫困烟农烟叶种植面积调减会

显著加重其贫困程度。具体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非贫困烟农的烟叶种植面积会促进其增收,然而烟叶种植面积调减会显著降

低持久性贫困烟农和选择性贫困烟农的收入,且持久性贫困烟农表现更加突出。综上所述,对于不同贫困类型烟农而言脱贫能力

和脱贫稳定性存在差异。非贫困烟农脱贫能力强,增收渠道多,对烟叶种植没有形成依赖;暂时性贫困烟农由于家庭人口多、教育

支出大,短期内对烟叶种植还存在较强的依赖性;选择性贫困和持久性贫困烟农致贫的关键因素集中于户主年龄偏大,脱贫能力

弱,外出务工机会少,其收入来源对烟叶种植过于依赖,尤其是持久性贫困烟农,在烟叶种植计划调减的冲击下,需格外注意这一

部分贫困群体的返贫及贫困程度加深现象。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认为烟草产业扶贫还存在三方面的改进空间:第一,从烟农脱贫能力差异的视角,在烟叶计划调减的执行

过程中,应该优先考虑调减非贫困家庭的烟叶种植规模,稳定选择性贫困家庭的烟叶种植规模,短期内适度增加暂时性贫困家庭

的烟叶种植规模,一定时间内稳定增加持久性贫困家庭的烟叶种植规模,尽可能避免因烟叶种植面积调减所造成的返贫或贫困程

度加深问题;第二,在烟叶基础设施利用上,继续探索“公司+合作社+烟农”的合作模式,资源利用向暂时性和持久性贫困烟农家

庭倾斜,充分挖掘基础设施的增收能力;第三,烟草作为特殊的管控作物和“争议性”经济作物,地方政府、烟草公司和帮扶组织

应当适度引导非贫困烟农进行产业转型,释放烟叶资源。而从整个产业扶贫体系来看,在落实精准扶贫和产业帮扶措施时,一要精

准识别农户的贫困类型和贫困程度,因人施策;二要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协调解决好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三要构建多元帮

扶主体,挖掘地方资源禀赋,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多措并举,在扶真贫、真扶贫的同时,严防产业帮扶措施调整对农户脱贫效果的不

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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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界定贫困经历了从单维到多维的过程，通过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 3个维度定义多维贫困，虽然不同贫困指数在测量指标、

临界值和权重设定方面存在差异，但计算方法大体相同。 

2“暂时性贫困”的定义还有待商榷，因为尚未完整地分析造成收入贫困和消费贫困的原因，例如对于可行能力差，又由于

某种特殊原因而又不得不消费的人群，确定扶贫对象的过程中容易产生漏出效应。 

3由于物价上涨因素，等于 1也视为收入降低。 

4对不同贫困类型烟农烟叶种植面积分别进行差异性检验，限于文章篇幅，相关表格未列出。 


